
第 ３９ 卷第 １６ 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６
Ａｕｇ．，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３６０１２０，４１５６１１０５， ７１４７３１１３）；江西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１ＢＢＧ７００１４）；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ＧＪＪ１５０７９４，１７０６８７）；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ＪＤ１５１０５）；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青年拔尖人才项目（２０１５ＱＮＢＪＲＣ００８）；江

西科技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２０１６ＣＸＴＤ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６；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９⁃００⁃０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ｚｚｙ１９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３０６０４３９

谢冬明，黄庆华，朱再昱，周国宏，易青， 田磊，周杨明，贾俊松，许跃峰．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梯度变化．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６）：　 ⁃ 　 ．
Ｘｉｅ Ｄ Ｍ， Ｈｕａｎｇ Ｑ Ｈ，Ｚｈｕ Ｚ Ｙ，Ｚｈｏｕ Ｇ Ｈ，Ｙｉ Ｑ， Ｔｉａｎ Ｌ，Ｚｈｏｕ Ｙ Ｍ，Ｊｉａ Ｊ Ｓ，Ｘｕ Ｙ Ｆ．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６）：　 ⁃ 　 ．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梯度变化

谢冬明１，黄庆华１，朱再昱１，∗，周国宏１，易 　 青１， 田 　 磊１，周杨明２，贾俊松２，
许跃峰１

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２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及生物量是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揭示水位变化下湿地生态系统响应机理的

重要途径。 基于鄱阳湖湿地野外调查和实验分析数据，利用 α 和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初步探讨了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

样性及地上部分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差异性。 结果表明，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随高程变化的差异性显著（Ｐ
＜０．００１），蚌湖和泗洲头在高程 １４—１５ ｍ 的指数较大，表明这一高程范围内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比较显著，而战备湖

和北深湖在高程 １５—１６ ｍ 的指数较大，表明这一高程范围内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比较显著，而常湖池的指数变化不

明显，表明常湖池各高程范围内的物种更替较小。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年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差异性较为复杂，与湿地高程呈现

单峰曲线关系，即随湿地高程增加而增加，到达一个峰值后开始减少。 同一高程范围内下，洲滩前缘与碟形湖泊的物种多样性

与地上生物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前者最高值在高程 １３—１５ ｍ，后者最高值在高程 １４—１７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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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是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状态的重要指标［１］。 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受湿地环

境要素的影响，因而表现较大的差异性［２⁃３］，湿地植物分布具有非地带性特征，与地带性植物物种多样性比

较，前者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４⁃５］。 湿地植物生物量是湿地碳收支平衡的重要调节器，承担着湿地碳汇的主

要功能［６⁃７］。 湿地生物量是湿地洲滩植物碳汇的重要承载方式［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水位变化是重要影

响因素之一［９］。 国内外学者对世界一些主要湖泊湿地的生物量及碳收支平衡进行过研究［１０⁃１１］，包括湿地生

物量及碳源特征、形成历史和影响气候变化的机理［１２⁃１３］ 和湿地生物量特别水生植物生物量的积累过程［１４⁃１５］

等。 然而，对于水位急剧变化的季节性湖泊，水位影响下的植物生态响应特征及其机理研究仍然是湿地生态

系统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基于等高程梯度下的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响应特征研究是揭示该领

域机理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水位变化影响下的鄱阳湖湿地植物生态响应的研究也受到普遍关

注［１６⁃２０］。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水位急剧变化的季节性湖泊。 鄱阳湖湿地洲滩类型多样，洲滩

前缘和碟形湖泊是主要的洲滩类型，也是鄱阳湖湿地水陆生态系统处于剧烈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最为频繁的

区域［２１］。 鄱阳湖湿地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２２］，包括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的群系构成、植物生物量遥感估

测以及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时间变化特征等［２３⁃２７］，但是等高程梯度下湿地不同类型洲滩的植物物种多样

性和生物量的研究鲜有报道，而鄱阳湖湿地受水位急剧变化的影响，洲滩植物的梯度变化非常显著［ １９］。 本

文以鄱阳湖不同类型洲滩作为研究区域，探讨湿地不同类型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梯度变化特

征，有利于揭示水位急剧变化下湿地洲滩植物的响应特征以及湿地生态系统的响应机理和过程规律，研究结

论能够为鄱阳湖湿地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２８°２２′—２９°４５′Ｎ，１１５°４７′—１１６°４５′Ｅ），长江中下游南岸［２８］，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气候，受西伯利亚寒流和副热带高压影响，鄱阳湖及其流域冬春寒、夏多雨、秋旱特征，年降水量超过 １６４０
ｍｍ，主要集中在 ４—６ 月［２９］。 鄱阳湖流域面积 １６．２２×１０４ ｋｍ２，占江西省面积 ９７％，流域内的赣江、抚河、信
江、饶河（上游由昌江和乐安河组成，在鄱阳县姚公渡处汇入饶河）、修河五大河流经鄱阳湖，然后进入长江。
鄱阳湖历史上最大水域面积曾超过 ５０００ ｋｍ２ ［３０］。 作为一个季节性湖泊，鄱阳湖水位变化非常显著，年内变幅

超过 １０ ｍ，年际最大变幅 １６．６９ ｍ［３１］。
１．２　 实验设计

本研究实验样地选在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蚌湖、泗洲头、常湖池，南矶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东湖、
北深湖和战备湖等六个不同类型洲滩进行研究。 其中泗洲头、东湖为洲滩前缘（指鄱阳湖主体湖面的出露洲

滩，淹水时间与鄱阳湖湿地的水位变化直接相关，丰水期多为水域，枯水期多为裸露洲滩，年裸露时间较长），
蚌湖、常湖池、北深湖、战备湖为碟形湖泊（指鄱阳湖湿地的内胡泊，是在自然冲刷和人为斩秋湖等作用下形

成的小型水面，大多数情况下与鄱阳湖湿地主体湖面分离，丰水期与鄱阳湖相通；当鄱阳湖水位低于 １４ ｍ，独
立成湖）（图 １）。 在每个研究区域各设立 ３ 条采样带，每条样带各设 ５—７ 个永久固定样点组成（即按照 ＜１１
ｍ，１１—１２ ｍ，１２—１３ ｍ，１３—１４ ｍ，１４—１５ ｍ，１５—１６ ｍ，＞１６ ｍ 划分为 ７ 个等高程梯度，并且取样点基本位于

梯度内的中间位置，＜１１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０．５ ｍ，１１—１２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１．５ ｍ，１２—１３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２．５ ｍ，１３—１４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３．５ ｍ，１４—１５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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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ｍ，１５—１６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５．５ ｍ，＞１６ ｍ 高程范围内的取样点在 １６．５ ｍ），总计 ６ 个区域、１８
条采样带、１０２ 个采样点。 其中，泗洲头和东湖属于主湖，是开阔性水域，蚌湖是半开放性水域，常湖池、北深

湖和战备湖是内湖，枯水期为人工控制性水域。 样带和样点的具体要求：（１）样点到等高线的距离比较均匀，
一般位于等高线的中间部位；（２）可达性高，即地势平坦，方便取样；（３）每条样带间隔 １５０ ｍ 以上。 在每个样

点，收集 １ ｍ２样框内植物地上部分，记录植物学名和物种数量，人工清查凋落物。 湿地洲滩植物一年内有两

个生长季，第一个为春季生长季，从 １ 月底至鄱阳湖涨水期；第二个为秋季生长季，从鄱阳湖退水期至 １２ 月

初［３２］。 战备湖、北深湖、东湖植物调查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１７ 日，蚌湖、泗洲头、常湖池植物调查采

样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１８ 日。
１．３　 等高线及水位数据

本文 １ ｍ 矢量等高线数据是基于 １∶１００００ＤＥＭ 数据产生。 水位数据选取星子站（１９５４—２０１６）日均水位

（吴淞高程）。
１．４　 样品分析方法

将生物量样品带回实验室，清水冲洗，除去杂物，烘干称重，７０℃恒温，至少 ４８ ｈ，直至恒重［３３］。
１．５　 数据分析

１．５．１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采用调整后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３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能较好地反映个体密

度、生境差异、群落类型和演替阶段（式 １）。

Ｈｉ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１）

式中， Ｈｉ 表示物种多样性指数， Ｐ ｉ 表示第 ｉ 物种的个体数量占整个群落中的个体数量的比值，Ｓ 表示群落中物

种数量。
１．５．２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采用 Ｃｏｄｙ 指数（βｃ） ［３５⁃３６］。 该指数指表征沿环境梯度不同生境群落之间物种组成的

的差异性或物种沿环境梯度的更替速率也被称为生境间的多样性（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不同群落或某

环境梯度上不同点之间的共有种越少，β 多样性越大。
βｃ ＝ ｇ Ｈ( ) ＋ Ｉ Ｈ( )[ ] ／ ２ （２）

式中，ｇ（Ｈ）是沿生境梯度 Ｈ 增加的物种数目；ｌ（Ｈ）是沿生境梯度 Ｈ 失去的物种数目，即在上一个梯度中存在

而在下一个梯度中没有的物种数目。
１．５．３　 生物量

每两条高程线内的生物量由单位面积生物量与两条高程线内的面积乘积所得，总生物量由所有两条高程

线内的生物量累加所得，即：

ｗＴ ＝ ∑
ｎ

ｉ ＝ １
Ｗｔ Ｗｔ ＝ ＷＡ × Ａｉ（ ｉ ＝ １……ｎ） （３）

式中， ｗＴ 为总的生物量， Ｗｔ 为不同类型洲滩高程范围内的生物量， ＷＡ 为不同类型洲滩高程范围内单位面积

生物量， Ａｉ 为不同类型洲滩高程范围内的面积。
１．５．４　 检验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非参数检验的两个独立样本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方法和 Ｋ 个样本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

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洲滩植物梯度分布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鄱阳湖洲滩前缘维管束植物的分布特征由湖岸至湖底依次为假俭草（狗牙根）或芦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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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鄱阳湖湿地地理位置及采样点（①泗洲头，②蚌湖，③常湖池，④战备湖，⑤北深湖，⑥东湖）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①Ｓｉｚｈｏｕｔｏｕ， ②Ｂａｎｇｈｕ， ③Ｃｈａｎｇｈｕｃｈｉ， ④Ｚｈａｎｂｅｉｈｕ， ⑤Ｂｅｉｓｈｅｎｈｕ， ⑥Ｄｏｎｇｈｕ）

落（主要出现在南湖池碟形湖泊湿地）、南荻或苔草群落、苔草群落、水田碎米荠（主要出现在蚌湖碟形湖泊湿

地和泗洲头洲滩前缘湿地）或虉草群落（主要出现在战备湖和北深湖碟形湖泊湿地）（表 １）。

表 １　 鄱阳湖洲滩植物群落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采样点
Ｐｉｌｏｔｓ

高程点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群落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构成物种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宽度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 ｍ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１ ＜１１

水田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
或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弯喙苔草（Ｃａｒｅｘ ｌａｔｉｃｅｐｓ）、看
麦娘 （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 轮 叶 狐 尾 藻 （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针蔺 （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ｃｏｎｇｅｓｔａ ）、 黑藻 （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槐叶蘋（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等

＞５００ ＜０．２

２ １１—１２ 灰化苔草
（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水田碎米荠 （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肉根毛茛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ｉ）、 芫 荽 菊 （ Ｃｏｔｕｌａ ａｎｔｈｅｍｏｉｄｅｓ ）、 猪 殃 殃 （ 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蓼子草（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ｒｉ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ｕｍ）等

≈４００ ≈０．２５

３ １２—１３ 灰化苔草
（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水田碎米荠 （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肉根毛茛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ｏｌｉｉ）、 芫 荽 菊 （ Ｃｏｔｕｌａ ａｎｔｈｅｍｏｉｄｅｓ ）、 猪 殃 殃 （ 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蓼子草（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ｒｉ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ｕｍ）等

≈３００ ≈０．３

４ １３—１４
灰化苔草（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南荻
（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ｒａ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ａ）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苔草（Ｃａｒｅｘ ｓｐ．）、下江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鼠麹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野胡萝
卜（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水田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蒌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 莎 草 （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球 果 蔊 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ｇｌｏｂｏｓａ）、水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等

≈２００ ≈０．５

５ １４—１５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
南荻（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ｒａ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ａ）

苔草（Ｃａｒｅｘ ｓｐ．）、下江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鼠麹
草（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野胡萝卜（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水田碎
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ｙｒａｔａ）、蒌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球 果 蔊 菜 （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ｇｌｏｂｏｓａ ）、 水 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等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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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样点
Ｐｉｌｏｔｓ

高程点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群落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构成物种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宽度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 ｍ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６ １５—１６
狗牙根 （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或灰化苔草
（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扁穗牛鞭草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ａ）、假俭草 （ Ｅｒｅｍｏｃｈｌｏａ
ｏｐｈｉｕｒｏｉｄｅｓ）、鸡眼草（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阿齐苔草（Ｃａｒｅｘ
ａｒｇｙｉ）、 野 古 草 （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 ）、 早 熟 禾 （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等

≈５０ ≈２

７ ＞１６
狗牙根 （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或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扁穗牛鞭草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ａ）、假俭草 （ Ｅｒｅｍｏｃｈｌｏａ
ｏｐｈｉｕｒｏｉｄｅｓ）、鸡眼草（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阿齐苔草（Ｃａｒｅｘ
ａｒｇｙｉ）、茵陈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野古草 （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小蓬草（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等

≈５０ ≈２

２．２　 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梯度变化

２．２．１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随高程变化显著（Ｐ ＜０．００１）。 高程 １６ ｍ 以上，东湖最大，表明东湖在 １６ ｍ 以上高程

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较为丰富；１５—１６ ｍ，北深湖最大，表明北深湖在 １５—１６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

种较为丰富；１４—１５ ｍ，蚌湖和泗洲头较大，表明蚌湖和泗洲头在 １４—１５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较为

丰富；１３—１４ ｍ，东湖较大，表明东湖在 １３—１４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较为丰富；１２—１３ ｍ， 东湖较

大，表明东湖在 １２—１３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较为丰富；１１—１２ｍ 以及高程在 １１ ｍ 以下，蚌湖和泗洲

头相差不明显。 洲滩前缘与碟形湖泊的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表明 α 物种多样性指数在不

同类型生境环境下，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而南北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表明鄱阳湖湿地南北湖泊洲滩 α 物

种多样性指数呈现相似的变化规律（图 ２）。

图 ２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的 α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２　 α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２．２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随高程的变化显著（Ｐ ＜０．００１）。 高程 １６ ｍ 以上，东湖最大，表明东湖在 １６ ｍ 以上高

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差异性最大；１５—１６ ｍ，北深湖最大，表明北深湖

在 １５—１６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差异性最大；１４—１５ ｍ，蚌湖和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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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头较大，表明蚌湖和泗洲头在 １４—１５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差

异性最大；１３—１４ ｍ，北深湖较大，表明北深湖在 １３—１４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与其他高程范围内的

洲滩植物物种差异性最大；１２—１３ ｍ， 北深湖较大，表明北深湖在 １２—１３ ｍ 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与其

他高程范围内的洲滩植物物种差异性最大；１１—１２ ｍ 以及高程在 １１ ｍ 以下，蚌湖和泗洲头差异不显著。 不

同区域 β 物种多样性指数不显著（Ｐ ＞０．０５），南北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表明鄱阳湖湿地不同类型洲滩以及

南北湖泊洲滩呈现相似的环境梯度变化特征（图 ３）。

图 ３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的 β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３　 β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３　 洲滩植物地上生物量

洲滩植物地上部分生物量随高程变化显著（Ｐ ＜０．００１）。 总体上看，蚌湖的生物量最高，其次是常湖池，战
备湖的生物量最低。 不同高程范围内单位面积生物量具有明显的不同。 高程在 １６ ｍ 以上，常湖池最大；１５—
１６ ｍ，常湖池最大；１４—１５ ｍ，蚌湖和泗洲头较大，其中蚌湖的单位面积生物量最为显著；１３—１４ ｍ，蚌湖较大，
泗洲头和东湖的单位面积生物量相差不明显；１２—１３ ｍ， 泗洲头和东湖的单位面积生物量较大，；１１—１２ ｍ 以

及高程在 １１ ｍ 以下，蚌湖和泗洲头的单位面积生物量相差不明显。 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鄱阳湖湿地洲滩植

物单位面积生产力处于较高水平，高于内蒙古锡林浩特草原植被年生产力（４０３．７ ｇ ／ ｍ２·ａ） ［３７］，总体低于海

草生产力，但部分高程区域（如 １４—１６ ｍ 高程区域）接近海草生产力（最高值达 １８５１ ｇ ／ ｍ２·ａ） ［３８］。 不同区

域洲滩植物地上部分生物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南北湖泊洲滩植物地上部分生物量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表
明鄱阳湖湿地洲滩不同类型洲滩以及南北湖泊洲滩的生物量随环境梯度变化差异性显著（图 ４）。

根据不同高程的面积及其单位面积生物量，按照式 ３ 方程，可以计算得出鄱阳湖洲滩总的生物量为

１１６１５４１ ｔ，按照年生长季节为两期，则鄱阳湖洲滩年生物量达 ２３２３０８３ ｔ（表 ２）。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由于鄱阳湖湿地年际水位变化明显，年际最低水位为均值 ７．９８ ｍ，变化超过 ２ ｍ，年际最高水位均值为

１９．１２ ｍ，变化超过 ６ ｍ（２００４ 年最低水位为 ７．１２ ｍ （２ 月 ４ 日），１９５４ 年最低水位为 ９．４９ ｍ（３ 月 ２９ 日）；１９９８
年最高水位为 ２２．５ ｍ（７ 月 ３０ 日），１９７２ 年最高水位 １５．９２ ｍ（６ 月 ８ 日）），在湖泊高程 １０ ｍ 以上区域，大多数

年份都会出现洲滩裸露的现象（图 ５）。 因此，选取高程 １０ ｍ 以上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反映鄱阳湖洲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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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梯度变化特征。

表 ２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总生物量估算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高程区间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生物量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高程区间面积
Ａｒｅ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 ｍ２

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

１０—１１ １８５ ４８８６４２３０２ ９０５２１

１１—１２ ３４２ ７０３７８１８８０ ２４０６９３

１２—１３ ２５９ ６０７１３１９８５ １５７２４７

１３—１４ ３９３ ４９２６９４４０６ １９３６８６

１４—１５ ５８８ ３１８１３０２２０ １８７２０９

１５—１６ ７８０ １２４７８５００７ ９７３５５

均值 ／ 合计 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Ｔｏｔａｌ ４２５ ２７３５１６５８００ １１６１５４１

图 ４　 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的生物量

Ｆｉｇ．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物种多样性指数的评价方法较多，有 α、β、γ 指数之分，而 α、β 多样性指数更能反映物种内部及其沿着环

境梯度变化的特征。 不同类型洲滩以及同一洲滩不同高程范围内的 α、β 多样性指数表现出较大差异性，表
明不同类型洲滩的优势物种和物种聚集度存在明显差异性。 从鄱阳湖湿地南北部的差异性来看，北部洲滩的

多样性指数要大于南部。 影响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北部的洲滩地势较低，洲滩土壤养分积累

更加丰富；另外一方面，北部洲滩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强调更小，洲滩植物生物量积累时间较长。 一般研究结论

认为，在同一海拔地点，则中等水分状况生境中，α 多样性最大，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最好的湿润生境。 如北美

最高的红杉林，α 多样性很低，而附近干旱立地的低矮林，α 多样性则较高［３９］。 而鄱阳湖湿地洲滩的 α 多样

性则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即使同一高程下，α 多样性也明显不同。
研究认为，高程变化决定鄱阳湖湿地洲滩的环境梯度特征［４０］，本研究也表明，不同高程洲滩植物地上生

物量差异显著，并且呈现倒“Ｖ”的单峰分布规律性，主要由于洲滩植物地上生物量受到淹水时间、土壤含水

量、土壤 ｐＨ 值等因素的影响。 低海拔洲滩淹水时间过长，光照时间较短，不利于植物的正常生长。 高海拔洲

滩退水时间过长，地下水位较低，植物根系较浅，造成植物水分不足，不利于植物的正常生长［４１］。 而 １４—１６ ｍ
高程区域（常湖池情况特殊，主要因为常湖池水位常年受到人为控制，加上湖底高程在 １２ ｍ 以上，因此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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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鄱阳湖湿地水位

Ｆｉｇ．５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１７ ｍ 高程区域较为适合洲滩植物的生长，该区域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生物量较大），裸露时间适宜植物

的生长周期，生物量较高。 从鄱阳湖湿地南北部的差异性来看，北部洲滩的生物量要大于南部。 影响这种差

异性的原因与生物多样性差异性的原因相似。
物种多样性指数与生物量在梯度上的变化比较一致，如蚌湖碟形湖泊湿地和泗洲头洲滩前缘湿地高程

１４—１５ ｍ 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较大，物种在梯度上的更替比较明显，生物量也是最大；战备湖和北深湖两个南

部的碟形湖泊湿地也表现类似的特征。
鄱阳湖湿地是一个浅水湖泊，水位波动对湿地洲滩面积的影响非常明显。 影响鄱阳湖不同类型洲滩的地

上生物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调查过程发现，除自然因素如淹水时间［４２］、土壤肥力特征等影响外［４３］，干
扰也是造成湿地植物物种多样性改变的因素之一［４４］，在鄱阳湖湿地洲滩裸露期，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湿地的干

扰强度较大［４５］。 蚌湖、泗洲头、战备湖、北深湖和东湖的 １６—１７ ｍ 高程区域，人类活动的痕迹较为显著，如蚌

湖 １６—１７ ｍ 高程区域有放牧和人耕作的痕迹，泗洲头 １６—１７ ｍ 高程区域种植了大片杨树林，战备湖和北深

湖主要受“斩秋湖”的活动影响较大，这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的降低。 １６
ｍ 以上高程区域，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是鄱阳湖湿地居民生产生活主要区域，因此该区域受人类活动

干扰的强度最大，在一些地方出现终年裸露甚至沙化的特征［４６⁃４７］。 近年来，鄱阳湖湿地旅游兴起，在秋冬季，
１４ ｍ 高程以上区域，是人类旅游行为干扰的主要区域［４８］。
３．２　 结论

本文基于野外调查和试验数据，初步分析了鄱阳湖湿地不同类型洲滩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地上部分生物

量的梯度变化特征。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鄱阳湖湿地洲滩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地上部分生物

量分布表现较为复杂的特征，其梯度变化比较显著。 物种多样性指数以蚌湖和泗洲头最高，表明这两个区域

物种在环境梯度上的更替较为明显，常湖池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表明常湖池物种在环境梯度上的更替不

明显。 总体上，生物量的分布沿高程梯度逐渐增加，到达一个峰值后降低。 在同一高程上，洲滩前缘和碟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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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的植物生物量分布特征明显不同，洲滩前缘生物量最高值一般在 １４—１５ ｍ，碟形湖泊生物量最高值一般在

１５—１６ ｍ。 影响鄱阳湖湿地不同类型洲滩的物种多样性和地上部分生物量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是鄱阳湖湿地

南北地域差异性和人类活动干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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